
“巫史传统” 的理性化与感性化

———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构

刘悦笛

　
摘　 要　 中国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须要 “植根本土”，另一方面则要 “走向全球”。在古今中

西张力之间所形成的 “巫史传统”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本土创构，它既包括理性化的一面，也包括感性化的另

一面。因为中国巫性传统本然具有感性与理性的 “一体两面”，而且由 “巫”到 “史”的发展更有赖于中国人

的 “实用理性”而亦离不开感性作用。“巫史传统”之所以对于中国美学而言乃是源根性的，正是由于，由巫

史而发，中国美学乃是 “天人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世界”的美学；中国美学乃是 “物我合一”的

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主客”的美学；中国美学乃是 “情理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文心”的美学；

中国美学乃是 “感行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生活”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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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美学屹立于全球美学之林并成为世界级的核心角色，所要遵循的

方法论原则其实很简单：一方面须要 “植根本土”，另一方面则要 “走向全球”。笔者曾以 “生活美学”的当

代创构为例，说明本土化的当代美学原理是如何在去全球与地方的张力之间来加以建构的。① ２１ 世纪以降，
关于生活的美学就已成为全球美学的最新思潮，这在斯坦福哲学百科为美学新设的两个词条当中就可以得见：

一个词条是自 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得以兴起的 “环境美学”，另一个更新的词条就是 ２１世纪初以来得以新兴
的 “生活美学”。② 在这个美学的最新方向上，中国的美学工作者们与西方学人一道，正在致力于一种既本土

化又全球化的美学新构。③

关于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真正建构所需要的学术基础，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就目前而论，主要是

两点，一是激活传统，进一步研究中国五千多年来的美学传统中真正的特色是什么；二是走向世界，进一步

探究西方 ２０世纪以来科学和哲学升级产生的思想，其根本特点是什么。……而这些，又可以归结为，如何以
世界美学演进的总框架 （这一总框架虽然极为丰富复杂，但又是有规律可循的）看待目前中国美学史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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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写作，以及中国的西方美学史写作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演进之间的差异。”① 这个描述既谈到了美学原理

的写作，也谈到了中西美学史的撰写，特别是中国美学史的撰写成果，究竟该如何呈现到世界舞台上呢？本

文就此认定，一种发源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史的撰写模式，亦即在古今中西张力之间所形成的 “巫史传统”，

无论对于中国思想史还是美学史而言，还是相对于异质文明而论，这都是一种独特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创构。

一、“巫史传统”的源发性拓展

“巫史传统”从何算起？这个新术语是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原创，一般认为正式提出乃是其 １９９９年那篇

《说巫史传统》，他将巫与史重新接通起来，并初步描述了从巫到史的历史进程。然而，这种想法的更早渊源，

可以追溯到 １９８０年的 《孔子再评价》这篇 “重估孔子价值”的名文当中。

在这篇因梳理孔子 “仁的结构”而著名的文章之中，开篇就要直面 “周礼”的特征，这就是李泽厚后来

所论述的 “释礼归仁”的问题，礼乃仁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但是，礼的历史前提究竟又是什么呢？李泽厚

善于追溯历史的根源，他认定：那种被视为 “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的周礼观只

是一般的公认观点，② 但是周礼的基本特征在于乃 “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

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

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③ 过去大家的解读点侧重于外在的早期宗法制和内在的血缘根基，这外在方面从王国

维具有奠基性的 《殷周制度论》那里就始得以现代性的彰显，但是以 “原始巫术礼仪”为主体的原始文化的

内在方面，才是李泽厚更具创建性的观念。

于是乎，在 《说巫史传统》的导论部分，李泽厚就扬弃了在历史上变迁得更为剧烈的制度论宗之外在方

面，将血缘宗法与巫史相通提升为整个华夏文明的特质：“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

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 （Ｔｒｉｂｅ Ｓｙｓｔｅｍ），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两者紧密相连，结

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④ 按照这种翻译，巫史传统就是 “理性化的萨满”，历史学家余英时

对此也持相同的意见，他最早在发表之前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英文打印稿的第 ２０页中，

讲到仁与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萨满文化）相关联的时候，亲笔在打印稿子上增加为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巫—萨满文化），并在第 ５９页上还写到 “古代中国的巫—萨满主义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的政治史却

并没有被撰写下来”。这份手稿复件为余英时先生当年送给李泽厚先生雅正的，包括节本与详本两份，后来李

先生转送给笔者，笔者所引用的乃是详本的具体页码。

但正如我曾经指出，将巫史传统翻译为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也就是萨满的理性化或萨满的理性化，这
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因为 “中国的巫主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ｕｉｓｍ）才是更准确的用法，这样说的前提就是巫不

能等同于萨满。宗教学家米歇尔·伊利亚德 （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ａｄ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巫与遍及世界的萨满是相同
的，尽管他也注意到中国的 “巫”与通古斯族和西伯利亚萨满主义的在 “总体上”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巫仪

式当中的 “性和纵欲要素”方面，⑤ 但伊利亚德却忽视了中土之 “巫”超越了这些要素的维度，这才使得巫

与萨满保持了特定的距离。

李泽厚本人其实是注重到了巫的实施过程当中，一方面与神之间具有合一的特质，这也是萨满文化所本

具的；但另一方面，人的 “主动性”却使得巫更具本土特色：“在这里，不是某种别动的请求、祈愿，而是

充满主动精神 （从行为动作到心理意识）的活动成了关键。在巫术礼仪中，内外、主客、人神浑然一体，不

可区辨。特别重要的是，它是身心一体而非灵肉两分，它重活动过程而非重客观对象。”⑥ 这种以身心一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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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的多方面的融合为一，当然在巫术、萨满乃至后世宗教当中都有所显现，但是巫术的独特品质居然在

于———人在神先，因为 “‘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而并

非孤立、静止地独立存在于某处。神不是某种脱开人的巫术活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相反，人的巫术活动倒成

了是 ‘神明’出现的前提。‘神’的存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越或超验性质”。① 这

里的思路似乎是在说，并不是人依赖于神而存在，反而是神有赖于人而存在，这恰恰是后世中国人能 “顶天

立地”的历史根源之一，而且华夏文明始终不去追求那超验的另一个世界。

李泽厚也将这个历史根源视为中国美学的远古来源，他在 １９８０年初版的 《美的历程》第一章 “龙飞凤

舞”当中，就以远古图腾作为历程起点：在中国人拥有审美萌芽的地方，在山顶洞人造出古老 “装饰”或使

用红色的时候，“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

在内的原始巫术仪式就算真正开始了”。② 尽管这种被今人称为原始艺术的活动，并非单纯为了审美而制作，

但可以肯定的是：“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隐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

中。”③ 这便意味着，中国美学的历程源发在李泽厚那里，起码要追溯到原始巫术礼仪盛行的那个时代，但问

题是这些历史成果到底是不是原始的 “艺术—审美”呢？

既在美学之中又在美学之外，李泽厚给出的回答居然是：是，又不是！由此出发，李泽厚的 “积淀论”

才开始发挥其巨大作用：这些原始活动既然就是原始巫术仪式的延续和发展，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呈现为进一

步的符号图像化，然而，作为观念意识之 “物态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它们 “凝冻在、凝聚在这种种图像

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恰恰使得这种图像形式获有了超模

拟的内涵和意义，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获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

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理性性质……这不是别的，又正是审美意识与艺术创作的萌芽”。④ 原来，在李泽

厚的宏大叙事当中，原始艺术与审美无非就是人类历史积淀的成果，但是这种成果究竟是感性化还是理性化

的呢？

二、“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

毋庸置疑，李泽厚在描述 “中国美”的历程时，仍是关注感性层面的，但必须承认的是，他更为关注的

乃为 “巫史传统”的理性化。当然，在言说 “巫术礼仪”那个时期的李泽厚，尚未将 “史”引入进来，而注

重论述的是 “由巫到礼”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所谓的 ‘巫术礼仪’和 ‘由巫到礼’，便是一个来源久

远、非常漫长的歌舞—仪式—祭祀的历史演进过程。大概从鱼、龙时代的 ‘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 ‘殷因

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周公 ‘制礼作乐’，才基本完成，经历至少数千年以上”。⑤ 可贵的是，在此李泽

厚还给出了大致的时代划分。所谓 “鱼、龙时代”在他那里就是指距今 ６５００年以上、以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
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他还认为龙图腾的时代则大致相当于 “黄帝时代”。但发展到后来，这个巫的理性化

过程，在周公建立礼乐制度那里得以系统性的实现，从而 “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认识的巫史礼

仪，全面理性化和体制化”⑥，最终让中国文化的 “大传统”得以奠基。

随后，李泽厚就将这种从巫到史的理性化过程，直接与巫史传统贯通了起来。在 ２００５年的 《“说巫史传

统”补》一文当中，李泽厚就明确表达，他在 《孔子再评价》关于礼就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晚期氏族体系

的规划化与系统化的观念始终未变，“由各种原始人群都曾有过的巫术活动，综合、统领、规划从饮食、婚姻

等开始的生活习俗，转换性地创造出一整套社会秩序体系和日常生活规范的礼仪制度。我认为，这便是中国

上古所独有的 ‘由巫到礼’的理性化道路，巫的理性化的主要成果或集中体现便是 ‘礼’。这也就是中国的

‘巫史传统’”。⑦ 有趣的是，李泽厚自己对 “由巫到礼”有一处英译：ｆｒｏｍ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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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① 如果再直译回来便是：从萨满仪式到社会的礼俗，并认定中国文明的特征由此而得
以呈现。

更重要的是，巫史传统与李泽厚所谓 “一个世界”观得以贯通了起来。这一点，其实既是建基在李泽厚

的中西文明比较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巫术与宗教的 “动静”之别的根基之上的：“‘巫’的特征是动

态、激情、人本和神不分的 ‘一个世界’。相比较来说，宗教则属于更为静态、理性、主客分明、神人分离的

‘两个世界’。与巫术不同，宗教中的崇拜对象 （神）多在主体之外、之上，从而宗教中的 ‘神人合一’的神

秘感觉多在某种沉思的彻悟、瞬间的天启等等人的静观状态中。”② 这就是说，巫术是动态的而宗教乃是静态

的，巫所承继的乃是 “一个世界”的本土思想之源，而西式宗教则是建基在 “两个世界”基础之上的，基督

教的人格神信仰就是如此：上帝在人之上，当然也就在人之外。

那么，巫在中西历史发展之中，究竟具有何种不同的路数呢？按照李泽厚的宏观比较，“西方由 ‘巫’

脱魅而走向科学 （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与宗教 （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中

国则由 ‘巫’而 ‘史’，而直接过渡到 ‘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③ 按照这种大历史的历

程描述，西方文明的主流跨过了巫术的发展阶段，实现祛魅之后走了科学的认知之路与宗教的情感之路，西

方文明当中的理性与情感由此割裂颉颃而行。这种理解是否符合史实暂且不论，李泽厚的落足点却在于中国

的独特路数：从巫到史，进而形成了理性化的后果，亦即作为外在人文的 “礼”与作为内在人性的 “仁”，

这就是孔子所做的 “释礼归仁”的转换性工作。

问题在于，礼在中国文明当中乃是归属于日常生活的，然而，巫术活动本身则是始于非日常生活的，那

么，非日常生活如何过渡为日常生活呢？李泽厚就此解释说：“一般说来，原始巫术是非日常进行的特殊性的

活动，中国上古的礼制则是人群生活的日常规范。因此 ‘由巫到礼’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由非日常生活

（巫）变而为生活常规、社会秩序 （礼），如由自 ‘绝地天通’以来为少数人垄断的活动 （巫）变而为多数

人首先是社会上层所普遍履行的活动 （礼），如何由含有反理性的强烈的迷狂、亢奋心态 （巫），变而为含有

更多清晰、理知因素在内的 ‘诚’ ‘敬’心理 （礼）。”④ 这里面涉及 “从巫者”的身份问题，从诸如 “王

巫”那种代民众与天沟通，从而由内圣可以开出外王，再到与社会上层为主体的群体去践履 “礼”，这就实

现了一种从热情到冷静的转变，其中的重要功能变化无疑就是理性化所带来的。

李泽厚在描述从 “巫”到 “史”的过程中，还凸显出 “数”的理性化力量，因为巫术礼仪往往是通过

“数”（筮、卜、易）而步入理性化的 “具体历史途径”的，由此出发，“本在巫术礼仪中作为中介或工具的

自然对象和各种活动，都在这一理性化过程中演化而成为符号性的系统和系统操作。它日益对象化、客观化、

叙事化，却又仍然包含有畏、敬、忠、诚等强烈情感和信仰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巫术活动演化为数

字演算的符号活动中，仍然没有独立、至上的人格神观念的出现。相反，明显表现出的，仍然是人在神秘演

算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性”。⑤ 中国在如此早熟的文明初构过程中，没有走西方人格神那种路数，而仍推重了人

化本身的力量，而且，在理性化过程中始终有情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就关系到李泽厚所提出的人类的 “情理

结构”的形成问题。

三、“巫史传统”的感性化进程

笔者认为，从文明发展的高度看，中华文明既继承又超越了巫性传统，通过 “化巫为礼”“化巫为权”

和 “化巫为史”，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始基。⑥ 这直接涉及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文明

比较研究，亦即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转化有 “连续性”与 “突破性”的两种模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

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

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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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⑥

②③④⑤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　 己卯五说》，第 ８５５、１６５、１６５、３７４ ３７５、１６８页。
刘悦笛：《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中国文明起源的 “巫史传统”试探》，《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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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

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① 由此一来，张光直的两种文明模式 （中国是连续性的而西方是突破性的文

明）与李泽厚的两种世界模式 （中国是一个世界而西方则是两个世界）就可以贯通起来。

这种中西比较的思路，主要聚焦于巫的理性化的一面，但无疑，巫还本有感性化的另一方面，但是无论

是哪一面都可以置于 “巫文明观”的境界来加以看待。实际上，李泽厚与王振复两位先生，恰恰代表了中国

“巫文明观”的两个层面：前者聚焦于巫的理性化，认定天人合一、乐感文化、一个世界之根源就在于巫史

传统的未断，历史学家余英时则认为轴心时代之后巫传统就衰微了；后者则聚焦于巫的感性化，认定从巫性

转嬗为诗性的审美是一条通途，并将巫性定位为中华远古人文的根性。与李泽厚巫与史的纵横并重不同，王

振复更注重巫术向 “史”转嬗的所谓 “中国事件”，但他们都坚持一种 “实用理性”的智慧传统，巫性传统

本然具有感性与理性的一体两面。

首先来看王振复对李泽厚 “一个世界”观的质疑，前者认定，巫术与宗教都既是 “一个世界”，也是

“两个世界”，并没有那种二者之间的非此即彼之划分。这是由于，“当我们称巫术是 ‘一个世界’时，是强

调了巫术的文化特性具有 ‘人神不分’的一面，然而这种 ‘人神不分’，是建立在人与神相分的基础上的。

当我们称宗教是 ‘两个世界’，又是强调了宗教的文化特质具有 ‘神人分离’的一面，却并非否定宗教的文

化实质，也具有 ‘人神不分’的另一面”。② 按照这一思路，巫术与宗教之分，就根本不在于 “一个世界”与

“两个世界”之分，而在于这一个或两个世界所形成的内在机制、发展程度与内在结构不同而已。实际上，

李泽厚的观点更聚焦在中西之别，更倾向于认定 “一个世界”与 “两个世界”乃是中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但

王振复则认定中西皆有一个抑或两个世界。

王振复更进一步以自救与他救的区分，来看待巫术与宗教对待 “神”态度的根本差异。“对于一个虔诚

的坚信巫术的 ‘灵验’的巫师而言，巫术施行过程中的神灵，一方面是外在于 ‘我’的作为 ‘他者’的崇信

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巫师自己。”③ 为何说巫术不是一个世界，就是因为巫术也必须有所直面的外在对

象。王振复由此更强调人与神的对等的方面，“在能够降神这一点上，作为 ‘他者’的神灵与作为巫师自我

的神灵，在巫师的 ‘自我感觉’上，实际是同一个神灵，而且是平起平坐的”。④ 与巫术不同，宗教既不承认

万物皆有灵，而且信徒们亦不拥有灵异知识之神的属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巫术乃是一半加一半的结构：

一半是 “自救”而一半则是 “他救”，与之对照，诸如基督教这样类人格神的宗教，则仅是崇尚 “他救”。这

其实与李泽厚对于巫术与宗教之分的论述也有近似之处，因为巫术 “既 ‘拜神’又 ‘降神’，既 ‘媚神’又

‘渎神’，既 ‘畏天’又 ‘知命’，既崇尚灵力又崇尚人力”。⑤

李泽厚与王振复更接近的地方，在于他们对由巫到史的历史理解，但是此处也体现出前者理性化与后

者感性化根本视角的差异。按照李泽厚的解读，由史到巫，关键也在于理性化，不仅巫可以理性化为礼，

而且，史就是巫的理性化。所以，巫史并重，在李泽厚那里被凝聚为 “巫史传统”，并不是仅仅强调了脱

巫而来的 “史”的传统，这只是狭义上的价值，更广义的意义在于巫的 “文明化”。王振复则极大地肯定

了，从巫到史，乃是中国的 “必由之路”。“这里所谓的必由之路，指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

发展趋势的必然性，从 ‘巫’到 ‘史’，实际上是由中国原巫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⑥ 在这个意义上，从

巫到史被看作是 “中国事件”确实是个洞见，史也是由巫而出的，华夏文明建构的特色即在于 “巫的文

明化”。

与李泽厚关注巫文明的宏观建构不同，王振复更具体地提出了所谓 “巫术之善”的问题：“巫术之善，

体现在巫术施行的目的之中，趋吉避害的巫的目的，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实际上是虚拟的，由于坚信巫术

的施行能够趋吉避害，因为千百年间，巫术在先民以及古人那里运用得很是顺手，成了试图克服生活困难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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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 １７ １８页。
③④⑥　 王振复：《中国文化美学文集》第 ３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１５８、１５９、１５９、１６０页。
王振复：《中国巫性美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５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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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悲剧的一大 ‘法宝’。”① 在这个意义上，王振复认定巫术之善本身是假设性的，巫术由于寄托了原始人的

良好愿望从而使之相其为善，甚至形成了巫性乌托邦。当然，这种巫术之善也会导致正反两种结果，如引发

出 “好”的结果，不仅使得巫者相信神灵，同时也迷信自己，巫术作为科学的 “伪兄弟”也可以促进科学发

展。这种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西方萨满研究近期关注萨满早期形式对于史前时代的 “认知进化 ／认知革命”
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人类学家维尔兹斯基 （Ａ Ｗｉｅｒｃｉｎ＇ｓｋ）所提出的萨满起源的复杂模型，这种 “维尔兹斯基

模型”就好似闯关一般给原始人类以生存的动力和能量。

按照所谓 “维尔兹斯基模型”，随着 “狩猎业的强化”，“狩猎技能的渐进传授和自然环境知识的转

移”，这就需要 “全面发展人的意志力潜能”，由此形成了 “人与世界的萨满模式”；与此同时，“狩猎业

的强化”也带来 “高效狩猎的准备”，这就需要 “感知力和耐力训练”，进而这就关系到萨满的 “过关”

模型，它需要 “禁食，疼痛折磨，遭遇险情，极限跑等”，这就一面 “与先天的情绪调节机能脱离，用情

感标准培养意志力”，另一面 “某种生理机能被剥夺导致的结果：或因机体异常反应产生的变化，或有意

识自我控制和打通潜意识途径训练”，“与环境的自然条件脱离”后，从而都回归到 “全面发展人的意志

力潜能”。② 同理可证，“采集业的强化”也是如此，它导致了 “致幻剂的发现和使用”，进而通过 “（仪式性

死亡）开启前世记忆与现世记忆通道”，从而 “超越自我—积极参与社会心理活动”，最终从另一条通途形成

了 “人与世界的萨满模型”。③ 这就从理论模型的建构角度，证明了萨满对于人类认知的促动，不仅以旁证的

形式，直接证明了王振复的 “巫术之善”，而且，李泽厚从巫术经由技艺到科学的发展，也是可以由此得到

间接证明的。

在此，王振复对李泽厚的思想继承又出场了，那就是在 “实用理性”方面如出一辙。王振复认为，“中

国原巫文化的性质，在于追求功利的 ‘实用理性’，从原巫的 ‘实用理性’到春秋战国基本完成转嬗的 ‘史’

的 ‘实用理性’，仅一步之遥。二者都是讲究功利即 ‘善’的，然而前者的 ‘善’是巫性的，后者则是以道

德之善为文化内核”。④ 这就是承认从巫到史过程中实用理性在起作用，而这里所谓的道德就是指礼与仁：

“中国自古讲究礼与仁。在道德意义上，礼规范了为人处世的一系列 ‘天条’，实质是外在的意志整肃；仁是

礼的发展，是被整肃的意志，转化为人或群团的内心自觉要求。礼与仁的主题，是道德人格性的。仁是礼的

高级形态”，⑤ 这一论述与李泽厚的 “释礼归仁”阐释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质言之，王振复如此看待 “巫”与 “史”之关联：“原始巫礼，作为 ‘史’文化道德之礼的原型，它为

道德意义的礼，提供了历史与人文资源”，⑥ 并且从偏重美学的视角出发，甚至认定礼乃乐的组成部分而非相

反：“就巫性之礼而言，原先巫觋施行所谓法术时的舞蹈、歌唱之类的 ‘乐’，只是作为巫术 ‘作法’的仪式

和手段而存在的，发展到后代道德伦理的 ‘乐’，成为 ‘礼’的有机构成 （按：礼也成为 ‘乐’的有机构

成），或者可以是说，道德伦理中的礼、乐二者的关系，既是二律背反又是合二为一的。”⑦ 从历史起源来看，

恐怕 “未成型”的乐出现在 “定型化”的礼之前，但是礼与乐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后代还是有不同的阐发

的，不过礼乐融合却是个华夏文明得以奠基的历史事实。

四、由 “实用理性”趋成的 “信文化”

“实用理性”的概念，在李泽厚正式使用之前，还被称为 “实践理性”，这在他的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书稿

当中就率先现身。在 《六十年代残稿》里面，李泽厚先生率先使用了 “实践理性”这个词，这个来自康德哲

学的词汇被得以创造性的应用，成为其所提出的 “实用理性”的先导。那时李泽厚仍重在实践的塑造力量，

“因为有实践中的理性，才可能有理性的实践，即合规律性的、普遍必然的实践，即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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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⑤⑥⑦　 王振复：《中国文化美学文集》第 ３卷，第 １６０、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３页。
③　 米哈伊·霍帕尔：《萨满与认知的演变》，梁艳君译，《世界民族》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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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中最强大无比的、活生生的、无限向前拓展着的主体—人的力量。”① 到了 《孔子再评价》一文里，“所谓

‘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和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只要理性

作为实践的引导”，“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② 到了后来李泽厚则弃用 “实践理性”而

使用了 “实用理性”的固定用法。

我们再来看王振复对李泽厚实用理性之推进。确实，晚期的李泽厚试图以 “巫史传统”来统摄 “实用理

性”“乐感文化”“情感互补”“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一个世界”，认定此乃中国文化特征的根源之处，

这无疑是一种源发意义上的整合。王振复就此把 “实用理性”看作中国 “巫史传统”的重要构成，进而又让

“实用理性”贯通于由 “巫”到 “史”之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心主题，而这里 “史”还被加以更高层面的理

解，诸如哲思、求知、求善与审美等等都归属于广义的 “史”了。但是王振复仍清醒地指出，实用理性乃是

一种后代人的提炼概括而已，因为作为 “当事人”的先民而言，他们其实是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实用理性，或

者说，实用理性乃是对巫文化的所谓哲学抽象，对先民本身来说皆为不 “在场”的。

进一步而言，王振复所理解的 “实用理性”，对李泽厚还有一定的推进。关于 “实用理性”的三个特征，

可以归纳为：“其一，从道德讲善，所谓 ‘善’的，就是好的；任何事物，一旦对人对社会而言是好的，便

是有用而实用的”；“其二，从精神实质看，所谓 ‘实用理性’，是一种满足于经验层次的 ‘理性’。无论是物

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只要是实用或者趋向于实用的，就是值得肯定的”；“其三，因为这一理性的所追求的，

只是实际、实在的效果，一般不作玄虚的精神向往，仅仅满足人格道德的自我实现，不像德国康德那样将道

德问题作形上的思辨，从而预设了一个上帝一般的 ‘纯粹理性’”③。由此，王振复的结论表示 “巫史传统”

中的巫是具有一定 “实用性”的，“所谓 ‘实用理性’的 ‘实用’，无疑是其人文意义之一。它由非理性的巫

术引起，然而其本身却是一种人文理性或者是趋于理性的”。④ 由此可见，王振复更多将实用理性当作一种

“人文理性”，难怪他将中华文化的远古人文根性定位在 “巫性”之内。

另一个更宏阔的创构，在于王振复对原始 “信文化”之新构，并以信仰神话、图腾与巫术作为其主要文

化特征，这当然是中国学者的一种巨大的历史整合，因为在西方研究分工之中：神话、图腾与巫术之间有着

明确的分水岭。李泽厚在 《美的历程》当中曾有一个不被人关注的注释：“关于巫术 （Ｍａｇｉｃ或译 ‘魔法’）

与宗教的异同，关于巫术、神话 （Ｍｙｔｈ）、礼仪 （Ｒｉｔｅ）、图腾 （Ｔｏｔｅｍ）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次序、能否等
同诸问题，本书均暂不讨论。”⑤ 这恰恰是王振复所运思的起始之处，但他却批评了李泽厚相关美学研究的缺

憾在于：将巫术等同于图腾，并且，将巫术只当做图腾的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从而没有更宏阔地将图腾与

巫术融汇起来。

按照王振复自己的理解，在远古文化中，神话、图腾与巫术这三者之间的共通相融点都是 “信”，三者

由此构成了 “三位一体”的关系：“原始神话、图腾与巫术等 ‘三位’，所以具有 ‘一体’共性的关键一点，

是信仰 ‘万物有灵’。”⑥ 这就是说，巫术、神话与图腾在中国远古文化当中形成了一种 “三维动态结构”。共

同点在于原始人对神话、图腾和巫术的 “信”任：信其不虚且多加敬畏，奉行 “万物有灵”信条时，原始人

就相信了 “信文化”的力量，他们不可能 “知道自己不知道”。王振复进而又将文化上升与为 “道”，因为原

始 “信文化”之 “信”就寄托着原巫文化的 “巫之道”，在这种原始的巫术信仰之中，“信文化”的内涵却

是倒错地发现了人类自身的巫性力量。

由此可见，此 “巫之道”，就走向了一种 “文化哲学”。这是由于，“原古文化的道范畴本具巫性。……

此道的文化根因根性，深扎在伴随以神话和图腾的中华原巫文化之中。文化哲学之道，成为由原古巫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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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李泽厚：《六十年代残稿》，第 ７页，这篇手稿由笔者整理而成，参见刘悦笛：《中国实践哲学与美学来源的真正钥匙———新发现的
李泽厚 〈六十年代残稿〉初步研究》，《文艺争鸣》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 ２期。

④　 王振复：《中国文化美学文集》第 ３卷，第 １４９、１５３页。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 ３页。
王振复：《中国文化美学文集》第 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２８３页。



“巫史传统”的理性化与感性化

走向审美诗性之道的一个中介与契机，同时伴随以原古巫性的气与象，走向审美诗性的气与象”。① 从哲学根

基过渡到美学文脉，王振复试图以 “巫之道”来贯穿整个中国美学史的文脉：“从道的本义指道路，到巫性

之道，再升华为文化哲学之道，指道的无、虚、静、理、心、气及其言说，以及道指德用、仁义、人道与佛

道甚或自由，等等建构起中国先秦哲学与礼仁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

和西学东渐的自由之思的现实理性之则。”②

王振复曾以 “气—道—象”的动态三维思想框架来阐释与数理梳理中国美学范畴史，同时这个理论构架

也适用于其中国巫性美学的研究。按照这种架构，在 “巫之道”与 “巫之气”和 “巫之象”联通：一面是中

国原巫文化的特异性就在于气，以龟卜、易筮为代表所蕴含的巫气就是典型；一面则是中国原古文化中的一

系列的 “象问题”，在王振复那里被扩展为 “象情感”“象意志”和 “象思维”等东方景观。与此同时，巫

气与象在原始意义上亦是相伴而生的：“气是中国巫性美学的文化哲学本原，它是巫性审美的生命底蕴和生命

张力；象作为 ‘现象直观’，主要源于巫性崇拜，又是 ‘当下即是’的诗性现象的审美；道，主要源于原巫

及其巫性，以其 ‘实用理性’为历史与人文根因，导致中国艺术文化的审美，以礼与乐、善与美的调和与冲

突、妥协与纷争为其基本格局与模式。”③

总之，“巫，在人与神之际；巫性，在人性与神性之际”④。王振复从感性化的角度解读巫性传统，这是

因为，“巫文化作为原始的 ‘象意识’ ‘象情感’和 ‘象思维’的文化大泽园或者如马克斯·韦伯的所谓

‘魔术花园’，从巫术转嬗为诗性的审美是可能的”。⑤ 这种由此而生发出来的 “审美诗性”，恰是与中国的人

文根因与根性内在衔通的，因为从感性学的视角开看，“审美诗性，必关乎感知、想象、情感、理性与灵感五

要素，这在原始巫术文化中，已是蕴含着可能发展为审美诗性的人文根因与根性”，⑥ 由此，中国 “巫性美

学”便得以最终确立了下来。

结论　 由巫史而发的中国美学：天人、物我、情理与感行合一

中国巫性传统本然具有感性与理性的 “一体两面”，而且由 “巫”到 “史”的发展更有赖于中国人的

“实用理性”而亦离不开感性作用。“巫史传统”之所以对于中国美学而言是具有源根性的，理由在于如下由

巫史传统而发的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乃是 “天人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世界”的美学。

从文明的高度看，“巫史传统”其实形成了十字结构：从纵向来看，“巫”趋使人与天通，“史”使得历

史延承，二者交合成为了中国人的文明传统。巫的 “绝地通天”之力量，使得巫性传统至今没有断裂，在所

谓 “轴心时代”之后得以衰微的，乃是 “小巫”的民俗传统，而非人与天通的 “大巫”的普遍传统。如此一

来，不仅中国思想历来注重人道与天道的合和与共生，而且中国美学的思想根基也在于天人合一。西方的

“突破性”文明走出了巫术向外寻求另一个世界，从而形成了 “两个世界”的分殊，中国的 “连续性”文明

的大智慧就在于走的始终是 “一个世界”之途，中国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世界”的美学。

第二，中国美学乃是 “物我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主客”的美学。

从哲学的视角看，中国文明承继了巫史传统又超越了巫史传统，由此方能走上 “民胞物与”的文明之

道，但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巫史的 “感通”实现了人与天地、人与人们、人与自我之间的沟通。“人坚信天

人、物我与物物之际，时时处处相互感应，这用 《周易》的话来说，叫做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⑦ 其实，

庄子所谓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前者所说的是天人合一，后者所说的则是物我合一。在这种

感性化的交往之中，“随物而宛转”与 “与心而徘徊”循环往复，审美主体与客体并无断裂，中国美学由此

成为 “一个主客”的美学。

９８１

①

⑤

⑥

②③④⑦　 王振复：《中国巫性美学》，第 ４７６、４７６、５３０、２６２、３０页。
王振复：《中国文化美学文集》第 ３卷，第 １１１页。
王振复：《中国文化美学文集》第 ７卷，第 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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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美学乃是 “情理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文心”的美学。

从文化的视野看，尽管作为 “感性学”的美学在创生之初就是独自直面人类情感领域的，但是中国 “文

化心理结构”却从未将真理、道德与审美三者割裂开来，更没有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划出不可跨越的边界。中

国人的 “文心”抑或 “文化心理结构”就是以 “情理结构”为内核的，它讲求的乃是情中有理与理内有情，

二者并不是盐与水那种融合，而是本然地就形成了 “合情合理”的内在结构。这一基本思想规定，无论是

“发乎情止乎以礼义”的儒家美学还是 “道似无情却有情”的道家美学那里都是如此，中国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文心”的美学。

第四，中国美学乃是 “感行合一”的美学，由此成为 “一个生活”的美学。

从生活的根基看，中国美学绝不是哲学思辨的高头讲章，并不能仅仅以范畴、思想抑或文化来加以抽象，

而是要从 “生活世界”源头活水之中生生而成。过去无论是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狭义的 “范畴史”与 “思想

史”，还是写成广义的 “泛文化史”，这种依照 “筋”“骨”“肉”的逻辑抽筋、剔骨、剥肉的方式都是死的

方式，要重新为中国美学 “把脉”的话，只有回归活生生的 “生活世界”才能把握到那多元共生的 “活脉”。

由此，中国美学就不只是道德意义上 “知”行合一的，而更是审美意义上 “感”行合一的了，中国美学由此

成为 “一个生活”的美学。这是中国美学的特色，也是其局限所在。

（责任编辑：张 曦）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ＬＩＵ Ｙｕｅｄ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ｂｏｔｈ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ｓｕｃｈ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牞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ｄ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ｏｎ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牞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ｍ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牞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ｕ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ｎ牞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ｎｅｓｓ牷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ｌｆ牞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ｎｉｆｙ牷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牞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ｅｍｉｎｄｈｅａｒｔ牷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牞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ｅ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牞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ｎ牞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ｌｆ牞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牞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０９１


